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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不是买办文化

———五四精神百年回眸

傅 强* ①

【摘 要】回顾五四运动的缘起、发展及意义，展现五四运动产生的经济社会和
思想发展历史背景，梳理近代以来的主要思想演化及新文化运动的思

想争鸣，论述近代以来思想演变、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以
拿来主义为主流的五四精神的现实意义得以显现。透过近代以来买办
阶层的发展脉络和复杂作用，买办文化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结合买办文化的诸多表象和变种可认清买办文化崇洋媚外、
色厉内荏的实质，进而发扬以拿来主义为主流的五四精神，提高民族

自信心，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增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信心。
【关键词】拿来主义; 买办文化; 五四精神

伟大的五四运动过去已经百年了，到底什么是五四运动的真正遗产，什么是真

正的五四精神依然众说纷纭。从推崇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砸烂“孔家店”强
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学习，再到近年来对传统文化再认识的反思，历史似乎画了

一个圈，但这个圈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反动，而是一个螺旋向上、不断发展的循环
路径。本次世纪轮回，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第一次
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华民族再一次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屹立于世界强

国之林，无限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五四运动爆发以来的近百年，五四精神一直是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

知识分子阶层思想发展的重要武器和伟大旗帜，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思想为

我所用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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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努力践行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但随之而来的买办文化和洋奴思想是

实现我们民族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死敌。

一 五四运动的缘起、发展及影响①

近代以来，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面临 3000 年未见之变局，从鸦片战
争开始，西方列强开始了对东方帝国无休止、贪得无厌的欺凌和掠夺，始终坚持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统治阶层将这个沉重的负担层层加码后转嫁给
劳苦的社会大众，竭力榨取着这个曾经强盛富庶国度的最后一滴血，即使改朝换代

也没有彻底扭转这个悲惨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何时能够摆脱受剥削、受欺
凌的苦难枷锁等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
国一员的中国不仅无法享受战胜国的 “待遇”，反而受到变本加厉的盘剥和欺凌，
中华物力接近枯竭，诸位“西方上国”依然没有流露出任何 “欢欣”之意，没有
丝毫罢手的迹象，从北京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愤怒了!

( 一) 五四运动发生前夕的中国社会概况②

宋代以后一直到 184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基本上保持在 600 元左右的水平，
总人口在中国进入近代的时间节点上达到了 4 亿左右的峰值，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经
济大国的地位，③ 可说物产丰美，社会富庶。如此肥硕的帝国，难免招致外来的觊
觎。康乾盛世之后不久，携带大量鸦片的大英帝国商人就纷至沓来，他们带来的是
积贫积弱的“福寿膏”，带走的是大清帝国的法定货币———白银，在造成重大破坏
性后果的同时，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国家法度，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面对主权范围
内的一次正常、正当的禁烟执法行为，大英帝国选择了战争，结果是邪恶战胜了正
义，野蛮践踏了文明，战败的大清委曲求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五口通商。自
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持续不断地侵略和掠夺中国，激化中国

内部的社会矛盾，使中国纷争迭起，战乱不止，回光返照似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
也没有挽救大清帝国衰亡的趋势。1894 年，因东邻的蕞尔小国日本入侵中华属国朝
鲜而引起的甲午战争及战败后的巨额赔款，让颜面扫地的大清帝国彻底失去了翻身

的本钱。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继续通过控制中国海
关、进出口贸易渠道等方式大肆进行商品倾销的基础上，通过对政府借款、工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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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铁路投资、开办银行控制金融中枢等方式逐步扩大了对华资本输出。中国的传统
自然经济开始分解，大批手工业者破产，近代经济开始艰难兴起。① 新兴的资产阶
级逐步分化为与外国人密切配合的买办阶层和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之间既存在生意上的合作，也存在利益上的竞争，还存在价值观、指导思想、
处事方式上的根本分歧。
这个时期，西方列强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对华

经济侵略的方式从以商品倾销方式为主，扩展到了商品倾销、产业操控、金融掠夺
等多种方式。除了少数为虎作伥的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
级、传统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乡绅、地主和农民都深受其苦，苦难的差别只有
程度的大小和是否具有将伤害转嫁他人的能力。
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轮番压榨，处境困难，大量的民众在生死边缘挣扎。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给予
传统知识阶层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政治影响急剧下降，经济状况明显恶化，社会地

位一落千丈，思想上处于困顿、迷茫之中。
此时此刻，世界上所有关注中国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面临

生死的抉择。是继续沉沦下去，等待被列强肢解、瓜分殆尽，做人家的二等公民、
亡国奴; 还是救亡图强，挽狂澜于既倒，努力实现民族的复兴? 这是每个有良知的

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既然改朝换代都无法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众多的
有识之士从思想深处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没有任何预设前提的探索。

( 二) 五四前夕的思想争鸣②

民国初年的中国，无非是两种思潮。一种是倡导复古解放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之
路，向古人寻求强国之策，但 “整理国故”与 “托古改制”和 “孔教救国”难免
是南辕北辙。另一种是倡导民主、科学救国之路的启蒙运动，向外部世界找寻强国
之路，但拿来主义与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基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两种思潮既有截然
相反、针锋相对的一面，也有交织在一起、相互融合的一面，各种人物往往无法准
确划分为某个阵营。以陈独秀举办《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其中
发挥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

1915 年 9 月 15 日，《新青年》杂志创刊。早期，陈独秀邀请钱玄同、高一涵、
胡适、李大钊、陶孟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参与编辑或创作，并提
出了追求民主 ( 德先生) 和科学 ( 赛先生) 的共同理想，认定 “只有这两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③ 他们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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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针对袁世凯、康有为、张勋等老派政治人物神化孔
子、推崇孔教的政治主张，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指出了已经腐朽没落的
传统礼教所谓的 “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揭露了已经腐朽没落的传统道德的 “吃
人”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中交从过密、可以协调行动的新青年同人们的政治

立场并不尽相同。陈独秀、李大钊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所推崇的杜威和实验
主义 ( 实用主义) 绝少共识却可以并行不悖，对于钱玄同、刘半农唱的双簧，胡适
反而很是反感，鲁迅兄弟、陶孟和等的政治主张也是各行其是、独树一帜。但他们
为了共造共和、救治中国，以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格为己任开展了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新文化启蒙活动。
在此期间，陈独秀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作为《新青年》的发起人，新文化

运动的其他旗手都是在陈独秀直接或间接邀请之下加盟的，特别是鲁迅与胡适正是

通过《新青年》这个舞台才为外界所知，找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陈独秀成为北京
大学文科学长之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将衙门之风浓厚、纨绔子弟横行的旧式京
师大学堂，通过延揽各界精英，教授办学等方式改造成为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正的现代化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块主阵地。
当然，北大之中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新秀之外，旧式学者、老派学生也不

在少数。傅斯年等人的新潮社固然红红火火，刘师培、黄侃亲自出马的国故社，段
锡朋、许德珩、高君宇、张国焘、邓中夏参与，邵飘萍、李大钊指导的国民社也颇
有人缘。这些队伍远没有后人附会的那般阵线分明、壁垒森严，老先生们都是谦谦
君子，学生们偶有唇舌相击，无伤大雅，黄侃的得意门生傅斯年改换门庭站到胡适

的旗下也没有人以此为意，蔡元培执掌的北大一直是所有爱好学术研究者的圣地。
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依然保守陈腐，但对于呼啸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却只有林纾

等几位老先生唱了几句反调，还不等旁观者过瘾就打了退堂鼓，远没有后来历次思

想碰撞的针锋相对、刀刀见血之惨状。这体现了国家身处危局、变局之中各界对各
种思潮的大度包容之心，也有些许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之意。另外，新青年诸位同
人也没有将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意思，他们反对的是孔教，是宗教化或神化的孔

圣人，对孔子本人及其学说依然持尊重的态度。他们注重挖掘传统社会中非主流思
想，如墨子等的学说的现实意义，重新评估其长期被低估的价值，特别是对原本上

不了台面的所谓下层文化更是青睐有加，大力推行白话文，这也拉近了他们与社会

大众的距离，提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想、学术观点被介绍到中国来。

深得杜威实用主义要旨的胡适将杜威的哲学思想冠以 “实验主义”的名目大力阐
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初步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介绍到中国，同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实验主义从思想上开展了问题与主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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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并借此形成了革命派和改良派两大阵营。另外，罗素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
由主义，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等的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的唯意
志论和悲观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

在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总之，新文化运动尽管没有完全达到启蒙的目标，但实现了唤起大众的历史性

任务，讨论政治、研究学术不再是庙堂高坐者的专利，使人们逐步认识到 “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现实意义，提高了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可以说，中华睡
狮已醒，民心可堪大用。

( 三) 五四运动的缘起

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参加协约国阵营取得了战争的
胜利。为此，举国欢庆，国人视欧战的胜利为公理战胜强权之象征，欣慰与兴奋之
情溢于言表。他们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于 1918 年 1 月 8 日在国会演讲时提出的解
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十四点意见，以为中国可以借此摆脱被列强欺凌、主权沦丧的局
面。但在随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执意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无理要
求，西方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不顾国际道义与公理，背信弃义，转而支持日

本的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无理主张。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全力交涉的经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陆续

传回国内，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社会各界纷纷向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表示

支持之意。1919 年 3 月中旬，北京政府公布了中日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协
定、换文等，引发社会各界对政府内部亲日派的强烈批评。4 月 16 日在上海，4 月
20 日在济南都为此举行了国民大会，均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声明要求惩办汉奸。亲赴
巴黎和会现场的梁启超等充分利用其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并通过控制的舆论工具进

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5 月初，巴黎和会外交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5 月 3 日，
群情激愤的北京各界分别举行了各种各样的集会进行声讨，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国

民外交协会决定 5 月 7 日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应对办法。
北京各高校，特别是北大的学生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5 月 2 日北大

学生们从蔡元培处得到巴黎和会交涉失败的消息后，5 月 3 日开始纷纷行动起来，
联合各高校决定 5 月 4 日举行游行示威，并推举了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
珩等 20 名委员组成干事会负责召集事宜，向来不睦的新潮社和国民社这一次团结
起来了。

( 四) 五四运动的发展

1919 年 5 月 4 日下午，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齐聚天安门，伟大的五四
运动开始了。
当天，学生们在天安门进行了短暂的集会后，向东交民巷进发，接连走了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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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都没有见到一个大使，反而行动受阻，于是改道向赵家楼的曹汝霖家进发并

冲进了曹家，混乱中火起，随后赶到的军警捉了 32 名学生。在蔡元培等的大力营
救下，被捕的学生于 5 月 6 日被释放，但 5 月 7 日的国民大会则几乎没有开成。随
后几天，蔡元培、傅增湘相继去职，学生们对政府更加失望了，加大了行动的力
度。5 月 19 日北京 26 所中等以上学校开始了总罢课，学生们同当局的矛盾日趋激
化，6 月 3 日北京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学生，五四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了声援北京学生，6 月 5 日从上海开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

风潮开始向全国蔓延。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运动的主体从学生变
为工人，三罢行动使北京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终于被免职。6 月 28 日，政府拒签了对德和约，五四运动取得初步的胜利。

( 五) 五四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群众自发的爱国运动，面对帝国主义的蔑视、欺骗和侵凌，各
个阶层的中国人团结起来，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出了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
怒吼，彰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主权意识，揭开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序幕。
在这次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具有开创之功，可以说没有新文化思潮

预先的思想发动，就没有后来社会各界团结一致的爱国斗争行为; 青年学生发挥了

开路先锋的作用，学生们坚决果断的斗争行为鼓舞了社会各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

投降卖国主义，反对腐朽落后势力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忱; 工人阶级第一

次展现了自身强大的力量，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

程度上表现出了自身的爱国热忱，展现了自身的力量，但在运动中也表现出明显的

妥协性和软弱性，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也无心单独领导中国

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官僚阶层在运动中则产生了明显的分化，既有维护国家主

权、同情支持各界爱国行动的正义之举，也有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暗下毒手的败
类; 买办阶层则是这次运动的公敌，呈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但由于帝国主义

和官僚阶层的掩护和保护，他们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既有大量的漏网之鱼毫发无

伤，也难免有误伤的无辜。
在这次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强

大的力量，更加坚定了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念，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警世钟，唤醒了沉睡的古国，唤起了万千民众的爱国热

忱; 五四运动是照妖镜，让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贪婪残暴、亡我之心不死的真
实面目，认清了买办汉奸卖国求荣、色厉内荏的真实嘴脸; 五四运动是宣言书，坚
决回击了鸦片战争以来外界对中国的种种轻视和偏见，向世界展现了青年中国的凌

云壮志和无畏精神; 五四运动是凝聚剂，将士农工商社会各界团结在民族救亡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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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重塑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权、坚持公义的民族精神; 五四运动是集结号，一扫
鸦片战争以来任人欺凌的阴霾，为民族危难之际抵抗外侮聚集起坚强有力的队伍;

五四运动是里程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是实现近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起点。

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买办阶层及其文化影响①

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天朝上邦、老大帝国的优势心理定位，到被外界侮辱为
“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反差不可谓不大，可以说是有历史以来前所未有。无数
国人无数次痛心地追问，为什么走到如此地步? 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间，对这个
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回答意味着各自选择的不同方向、目标及道路，预示着
不同的结局。新文化运动以后，共产主义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走俄国人的
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盛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有信心。回顾百余年中
国的艰苦、曲折发展历程，如何正确认识自身情况，如何正确认识外来文化，如何
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 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演变脉络

以魏源的 《海国图志》为标志，西方列强的侵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对落后沉睡的老大帝国具有警醒之功，不同程度地影
响了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等的认知和行为，求教西学、变法图强的思想逐步得
到了接受，可惜其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影响反而大于国内，循迹思源让人扼腕

叹息。
洪秀全等人则以西方的宗教为招牌，利用中国贫困农民渴望和平、平等的朴

素理想，掀起农民起义，后经洪仁玕的理论改造，形成了以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政治纲领，但由于先天的缺陷、内部的权力斗
争及腐败、传统士绅阶层的强烈反抗等，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联手打击下失败
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被进一步掏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进一步下降了。但值此风
云际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得以一展身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
黄兴等思想者、先行者得以崭露头角，稳定了上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被搅得
难以为继了，这为近代中国社会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内忧外患之下，兴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潮。以奕䜣为代表的

清朝贵族作为洋务运动的首脑既是开创中国外交、近代工业、近代教育的功臣，也

28

① 史仲文、胡晓林: 《中国全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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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外丧权辱国的罪人，不同程度上更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的帮凶，可以说他们是

近代洋奴思想的鼻祖，买办阶层的后台老板; 以军事起家的曾国藩等洋务官僚军阀

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创办了现代的军事工业，构建了近代的军队体系，更

重要的是他们选拔、培养了大量的以湖湘子弟为代表的才俊之士，对中国近代的历
史进程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郭嵩焘、薛福成等接受西方思想的所谓新派官僚则主张
发展民族经济，引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先声; 王韬等洋务思想家则接受了西方的民本

思想，着力推动君主立宪制政治体制改革，期望以转变治理结构的方式实现强国之

道。可惜的是西方列强不给他们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机会，唆使并暗中支持日本侵
略者发动突然袭击，以致甲午一败彻底断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进程。
以著名的“公车上书”为标志，维新派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与相对杂乱的洋务

思潮不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变法维新思想体
系，主张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充满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但由于改革措施过于急躁、冒进，并严重侵犯了官僚守旧势
力的既得利益，百日即告失败。尽管后来，许多维新政策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
落实，但守旧势力的倒行逆施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清政权失去信心，自此改革

维新之路被彻底堵死，君主立宪制度也失去了市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在所难免。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提倡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迅速的传

播。尽管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由于其自身理论的
缺陷和内部的纷争使其无力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论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

依附于袁世凯等旧式官僚或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成功之
后，乱象层出、纷争迭起，无法形成社会各界共造共和的良好氛围，使中国在付出
了改朝换代巨大成本之后，依然无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预定目标，甚至在
不同程度上，在某些领域存在不断恶化的趋势。

( 二) 买办阶层的发展脉络

近代中国惨遭列强欺凌的悲惨遭遇，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社会现状，让传统文化

长期浸润下的民众将仇恨的目标放在了列强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身上。由于一般民
众对于远而强大的列强常常无可奈何，社会公敌只能集中在列强在中国的代理

人———买办身上。
尽管买办这个名词出现得比较早，但鸦片战争以前的买办，不管是采办人员还

是招待外国商人的行商和办事人员都与现代意义上买办的概念有明显区别。一般意
义上的买办是为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中国提供帮助，为外国资本家的经济侵略活动
服务，被外国势力所直接豢养或控制的中国商人。诸如为西方列强及其商人提供中
国情报的线人，为官僚、军阀借外债、卖资源、买物资的经手人，在西方列强与中
国政府及实权政客之间牵线搭桥、提供帮助的中间人，为西方列强侵略活动歌功颂
德的文化人，推崇洋奴思想、贩卖买办文化的掮客等与西方列强在华侵略、掠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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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关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买办阶层的一员。
买办阶层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持续不断的对华侵略、掠夺逐步发展起来。鸦

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和讹诈，征服了清政府，强迫订立了多项不平等条

约，取得了许多特权，但由于中外社会从制度体制到风俗习惯差距太大，外国人无

法直接从中获取高额经济利益，只能依靠熟悉当地情况，愿意同西方列强合作的中

国人共同经营相关事宜。在此期间，基于共同的利益，买办阶层受到西方列强的大
力扶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员不断扩充，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攫取了大量的

财富，建立自己的组织，并与官僚阶层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盟，相互支持、相互
帮助、相互融合，形成了可以左右中国政治进程的强大社会集团。社会转型时期，
资本是充满罪恶的，但比私有资本更加罪恶的是官僚资本，比官僚资本更加罪恶的

是买办资本，买办资本外靠洋人撑腰，内有官僚保驾，从头到脚都沾满了从中国贫

苦人民身上榨取的“鲜血”。
买办阶层的出现使中国经济牢固地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极大地加重了中

国人民本来就十分沉重的负担，进一步加快了传统社会的瓦解。买办阶层是近
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进一步拉大与西方国家经济发

展差距，人均收入不断下降的主要推手。与此同时，他们通过积累的巨额财
富，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活动，购买了大批西方机器设备，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

术; 利用相对熟悉西方经济发展运作模式的有利条件，引入了西方的经营管理

理念、制度和管理手段，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
房地产等行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部分买办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

一定程度上的交集。
尽管买办阶层为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中国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做出了无法替

代的 “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西方列强及其商人的尊重，他们之间不是平等
的合作、协作关系，而是类似主人和奴才、豢养者与被豢养者之间的从属和附庸
关系，加之近代以来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观念，有时连表面上的礼貌对待也得不

到。因此，买办阶层不可等量齐观，他们中既有坚决效忠外国主子，积极出卖民
族利益，毫无民族气节者; 还有残酷盘剥民族实业、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几欲
榨干中国人最后一滴血的毫无人性之徒; 更有极端仇视民族文化，以身为中国人

为耻，急于改祖换宗的自甘洋奴之辈; 当然，也有尚存民族大义，苦求强国富民

之策的心存正义之士。买办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往往对自己的买办经历引以为耻，
容闳回顾买办经历中所遭受的屈辱，自认为买办不过是奴隶首领而已; ① 买办出

身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出于拳拳爱国之心而作 《盛世危言》，② 对近代中国的
发展影响颇深; 即使是盛宣怀这样首鼠两端，几边通吃的复杂人物也不能被当成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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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买办人士来看待。
与买办阶层同时代的爱国先贤，往往对他们深恶痛绝，当时，买办在一定程度

上与汉奸同义。后人虽基本赞同前人的判断，即买办阶层整体上对中国社会起破坏
性作用，是西方列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帮凶和工具，是近代中国自然经
济瓦解，大量百姓收入下降，生活难以为继甚至流离失所的重要原因，但也不能否

认买办阶层对建立近代中国经济体系所起到的显著作用，更不能否认买办阶层中的

先进分子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有正确区分买办阶层中的
先进分子、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具有买办经历的实业家与买办阶层中帝国主义的
死忠分子、反动官僚集团的支持者、反对中华民族的异己分子、反对传统文化主张
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才可以厘清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脉络，为未来中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 三) 买办文化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近代中国对于外来文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态度。一是坚决排斥，认为中国当时的
问题源于背离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提倡回归正宗的儒家传统文化，甚至提出确

定孔教为国家信仰，可以称之为托古复兴; 二是推崇传统文化中如法家、墨家等非
主流文化的优秀成分，重视被统治阶级的下层文化，以此重塑中华文化精神，可称

之为传统再造; 三是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要加以仔细鉴别，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以运用，可以称之为拿来主义; 四是对新旧

文化，不管是中国传统还是外来文化都兼容并存，根据自身的利益合则用之，不合

则弃之，可以称之为买办文化; 五是全面抛弃传统文化，主张全面西化，可以称之

为洋化思想。近代以来，在官僚统治集团、外部势力、传统势力、官僚资产阶级、
买办阶层、民族资产阶级、新旧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等利益集团或社会团体的共同
作用下，以上五种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践，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除了五四运动取得了部分胜
利之外，其他的都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势力的一次难得的大团结，政治立场不同的

各个群体为了拯救处于危亡之际的国家而采取了或不约而同或默契协调或守望相助

的行动，形成了拿来主义的主流文化思想，从而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之所
以如此艰难，买办文化的干扰、破坏难辞其咎。如五四期间，把控上海总商会的买
办商人朱葆三、沈联芳等盗用总商会的名义通电反对上海人民三罢斗争，公然提出
“山东事件对日直接交涉”等媚日主张，① 站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但至今仍有
人为其辩护洗地，可见买办文化毒害之深。其后，1927 年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没有买办文化的鼓噪未必一定此时此地发生，没有买办阶层的全方位支持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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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得手。五四运动过去多年之后，受买办文化毒害而不自知的曹汝霖倍感委屈地
承认自己亲日，否认媚日，① 殊不知两国敌对之时，亲近敌人就是汉奸，国人的愤

怒不能说完全没有偏颇之处，但在这件事上绝没有冤枉好人。
五四运动最直接的收获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认

清了拿来主义与买办文化的根本区别。不管是对待外来思想还是对待传统文化，拿
来主义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买办文化
则是取其糟粕甘之若饴，对外来思想和传统文化采取庸俗的实用主义的观点，一切

以个人主义、小团体利益为重，唯帝国主义号令是从，遇弱则欺，遇强则软。拿来
主义原则让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选择了社会主

义道路作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内容反动但外表带有一定欺骗性的买办文化一直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危险的敌人，其危险性不在于其破坏性的大

小，而在于其外表的欺骗性让某些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传统优秀文化一知半解者无所

适从，坠入买办文化的彀中而不自知，混淆了人民群众对正确理论思想的认识，降

低了人民群众实践的成效。
可以说，如果没有买办文化的干扰、破坏，中国革命的历程也许会明显缩短，

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许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但值得庆幸的是买办文化从
来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否则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

争未必取得最终的胜利，也许还要付出更加惨烈的代价，对比中国的邻国印度，占

据主导地位的买办文化一直是阻碍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致命顽疾。② 五四时期，北
京高师学生冯克书在家书中就认为 “今之亡国，与古不同……今者国家若亡，非灭
种不止”，③ 说出广大爱国学生的心声，正是这份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构成
了我们民族复兴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 结语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是唤起了沉睡的民众，培养了大批有思想、有道德、有文
化、富有牺牲精神的革命志士和学术精英，为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政治势力培
养了基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从苏联引进了马列主义理论，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

党———中国共产党，并由其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打败了日本侵略
者，战胜了代表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帝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最好的老师，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中国的民众逐

步清醒起来，认清了世界大势，认清了国家的希望在于每个人都行动起来，维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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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也可以说，被认清真面目的买办文化及其载体们也是中国
人民的老师，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民族自信心，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增

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Borrowism is not Comprador Culture
———May Fourth Spirit Centenary Ｒeview

FU Q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origin，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briefly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economic，social and ideo-
logical development that emerged from the May 4th Movement，and combs the main ideo-
logical evolution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ideological dispute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
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n the May 4th
Movement since the modern times，and fully affirm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4th spirit，which is dominated by Borrow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omprador class in modern times and summarizes the complex role of comprador class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comprador culture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In combination with reality，this paper systemati-
cally combs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comprador culture，analyzes many appearances and va-
riants of comprador culture，and propose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which is based on the mainstream of Borrowism，and to recognize the compra-
dor culture. It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national self － confidence，strengthen the determi-
nation to follow the socialist road，and increase confidence in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
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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